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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
“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

———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胡义成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６５）

［摘　要］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
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
（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
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
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
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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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址发现和关于它是“黄帝都邑”的研究
西安泾渭交会处的杨址于２００４年出土，初期

《考古报告》已于２０１１年在笔者主编的相关论文
集中公开发表。［１］它是面积８０余万 ｍ２ 且距今约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年的超大型史前遗址，其中包括２４．５
万余ｍ２ 且距今约５５００年以上的大型环壕聚落
遗址，以及出土陶器等显示与豫西、晋南同属一个
文化区。严文明先生为首的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认
为，它是我国“目前所知面积最大的庙底沟时期唯
一的保存较好的大型环壕聚落”，对“中国文明起
源的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２］（Ｐ３１８）。但
考古界当时在长达七年时间里，并未把它直接和
黄帝相联系。［３］

笔者于２０１０年看到尚未发表的杨址初期《考
古报告》后，相当吃惊于它即“黄帝都邑”，甚至有
点不相信自己的这一判断。鉴于民族有“三要
素”，而“祖源认同”系其首项；“黄帝都邑”的确认，

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升意义重大，故思考再三，
终于下定决心，撇开其它研究课题，在此深耕一
下。于是，根据《史记》中《封禅书》和《孝武本纪》
关于黄帝“荆山铸鼎”的明确记载，参考中原聚落
考古成果，遂公开撰文编书首先明确提出，距荆山
很近（实为一地）的杨址即“黄帝都邑”［４］。其“三
重证据”（考古发掘，权威文献，民俗）相当咬合确
凿，故石兴邦先生等陕西考古学者遂加认同。［５］此
后，陕西省政府接受石兴邦先生、杨址考古主持者
王炜林先生和笔者等联名建议，于２０１２年决定把
杨址建设成“黄帝文化核心展示区”，目前正在实
施。从提出杨址即“黄帝都邑”的判断至今，未见
公开发表的不同意见（当然，仍有学者私下并不认
同）。２０１６年清明节前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举办以“黄帝时代”为名的杨址
等考古成果展，也说明陕西考古———历史学界已
经逐渐接受杨址即“黄帝都邑”的论断。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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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又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设立“国家公祭”的公
开讲话，根据《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孝武本纪》、
《封禅书》关于杨址黄帝死后葬桥山的明确记载，
撰写了决策咨询建议《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
祭”》。
对本文而言，笔者上述相关成果的有关观点

包括：
一、西安荆山距杨址约１０公里，两者实为一

地。当史念海先生把雍州“荆山”锁定为西安荆山
时，［６］《史记》的《封禅书》和《孝武本纪》关于黄帝
“铸鼎荆山”的记载，实际表明杨址就是“黄帝都
邑”。其周边渭河流域有近千处庙底沟文化遗址，
包括凤翔水沟达百万 ｍ２ 的超大遗址及彬县、陇
县、华县庙底沟文化大遗址等，故其聚落群已具初
级文明结构。［７］至少在考古发掘、权威文献和荆山
民俗三重含义上，它均符合“黄帝都邑”特质。
二、在中国史前史研究中，张光直先生对陶祖

作为男权社会标志的强调，很值得注意。杨址出
土陶祖证明，它作为男权社会而在文明进化阶次
上先进于辽西女神庙代表的红山女权文化遗址，
同时也早于史前良渚和山东龙山等文化，且是豫
地诸黄帝遗址文化之源，故应按“文明源头‘初级
阶段’论”，判其为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８］。
三、近年考古界在否定“关中文明一元论”后，

由苏秉琦先生和张光直先生倡导流行的中国文明

“多元起源说”，应按“否定之否定”，完全回归“多
元一体”下的“中原是中国文明起源核心区”理
论。［９］石兴邦先生、严文明先生、许顺湛先生、陈星
灿先生和张天恩先生等对“中原核心区”文明先进
性的强调，契合最新考古成果，是正确的。以今例
古，甚至把史前关中视为荒蛮之地，或无视杨址而
把关中及西安从中国文明起源地图上删去，均不
妥。在中原，陕豫“黄帝‘国祭’”地点之争，应摆脱
“省域意识”干扰，以科学理性化解，包括彼此应承
认对方均存“黄帝都邑”且与其它相关地方一起联
合以“黄帝文化遗址”区“申遗”。［１０］今后中国对内
对外历史教育和宣传，均应以陕豫黄帝遗址群和
红山文化遗址群等为主据，统一于“中国文明五千
年”口径。
四、《史记·封禅书》“黄帝郊雍”记载以及杨

址黄帝时祭器出土，表明《封禅书》关于史前中国
宗教文化的记载，以及黄帝时期“巫王一体”、“以
祀为礼”的文明特质，有待学界加深体认。［９］陕豫
黄帝遗址群潜藏着中国文明源头的许多奥秘，不

能再用邵雍易学推论黄帝纪年。杨址显示黄帝时
代以及西安“古都史”最早可能距今５５００年以上。
中国和西安文明史，有待学界重写。
五、杨址环壕“西门”出土的“镂空人面饰覆盆

状陶器”（拙著戏称之为“倒扣花盆”［１］），是全国仅
有的一件出土于“黄帝都邑”中的神秘祭器。鉴于
当时可能是“巫王一体”，故它也可能是黄帝或其
“近臣”使用过的祭器，是极其珍贵的中国最高级
文物之一。联系《史记·五帝本纪》关于黄帝“迎
日推策”，和《史记》的《封禅书》、《孝武本纪》关于
“黄帝‘郊雍上帝’”的记载，可知此位黄帝在世时，
杨址一带庙底沟文化聚居区崇拜日神且以之为祖

先的仪式很隆重。《国语·晋语》说“少典”生炎黄
二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
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
之故也”。这段话对应的史前史实很可能是，黄帝
族最早是来自银川的“萨满”经陇东崆峒山沿泾河
谷入关中时逐渐形成的关中同时期庙底沟文化族

群［１１］（其对应的考古大遗址是杨址及沿泾河谷的
彬县大宫殿遗址等［７］），黄帝的姬姓是对“泾河”之
“泾”字的转音，［７］此姬姓很可能是后世关中周人
对自己同样经历的“得姓”附会；炎帝族最早则是
沿渭河谷逐渐形成的庙底沟文化族群（其对应的
考古大遗址是均有“三合土”地面的甘肃秦安大地
湾遗址和陕西凤翔水沟遗址等［１２］（Ｐ１２０）），其“姜”
姓，按邹衡先生之见，则可能源自陕西凤翔的姜
水；［１３］（Ｐ１）而丁山先生说“少典”即日神，［１４］（Ｐ４０８）炎
黄两族都是关中崇拜“日神”者，曾经在军事上结
成“兄弟”联盟“以相济”，后来分别从关中西部和
中部向东发展且最终通过战争融合为一，等等。
解放前的徐旭生先生，［１５］解放后的张岂之先
生［１６］等，都论说过关中炎黄二部落均有一部向东
发展的往事。显然，“两河流域”埋藏着“炎黄文
化”最古老的秘密。
六、《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孝武本纪》、《封

禅书》关于杨址黄帝死后葬桥山的明确记载，是我
国应实施“黄陵‘国祭’”的主要考古———历史学证
据。网上有豫籍人士一再说，“黄陵祭祀”仅根据
“黄帝铸鼎飞升”的神话，并无考古学证据支持。
今天看，这种责难已经不攻自破。不过，此前的拙
论对黄帝死后葬桥山只是提出论点，略为申说，并
未仔细论证，本文之撰即为补此遗憾。
七、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首先碰到

的是“国祭”地点选择标准问题。依拙见应立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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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一是鉴于黄帝不是一个人而是对中国史前
陕豫一带多位原始部落联盟首领的泛称，故只能
选择祭祀其中的前辈黄帝；二是其考古———历史
学证据必须确凿无疑；三是其文献证据必须具有
权威性且必须与考古———历史学证据完全无隙咬
合；四是其民俗普及证据必须确凿无疑；五是必须
在传统的“国祭”地点（由于对“国祭”中“陵
祭”———“庙祭”理解不同，应以最早的皇帝祭黄且
后来“国祭”使用时间最久之地为准）。而在陕豫
诸地比较中，只有杨址符合这五条，包括在考古时
序上和文献记载中它均早于河南诸黄帝遗址，且
从汉武帝开始一直是“黄帝‘国祭’”地。当然，这
并不排除，黄陵之外的其它诸黄帝遗址也可以“省
祭”或“市祭”等名义祭祀黄帝。
对这些见解，至今未见到公开发表出的不同

意见。如果说，陕西省决策层采纳相关学者联名
建议，是官方对这些见解主体的某种认同，那么，
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以黄帝时代

为名举办杨址考古成果展，也表现出陕西学界对
这些见解主体的逐渐认同。
黄陵墓主即杨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史记·五帝本纪》明确说，“黄帝崩，葬桥
山”。而《史记》的《孝武本纪》和《封禅书》则借西
汉“方士”公孙卿转述其前辈“方士”申公之言，进
一步细化说，黄帝于西安荆山铸鼎成功而乘龙“飞
升”时，当时黄帝“小臣”等人“悉持龙髯，龙髯拔，
堕黄帝之弓”；后来，汉武帝“勒兵十余万，还祭黄
帝冢桥山”，他问人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
也？”手下回答说，“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
冠。”对这个掺和了迷信色彩的故事虽不可全信，
但杨址出土迫使我们不可完全不信它；至少，它告
诉我们，确认杨址是“黄帝故都”与在黄陵“国祭”
黄帝是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因为，陕北桥山黄陵
墓主，即西安杨址族群盛期黄帝，这应当可信。
此前，由于杨址未出土，人们都把黄帝于荆山

铸鼎成功而乘龙“飞升”视为完全的“神话”，故古
今均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
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
北黄帝陵的考古———历史学主证，包括司马迁《史
记》也未在《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荆山铸鼎”故
事，而是在《孝武本纪》和《封禅书》中借“方士”公
孙卿转述其前辈“方士”申公之言，说出“荆山铸鼎
飞升”故事的，看来他也并不太相信这个迷信色彩
很浓的往事。《封禅书》结尾明称此系“用于鬼神

者”，仅供“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至于对那位阉
割太史公的汉武帝，《孝武本纪》也并不认真尊敬，
讽喻明存。故聚焦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
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说明杨址是应把“黄陵祭
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还应斟
酌再三，反复推敲，再勘文献，参以旁证，力求此主
证真实确凿，万无一失。
一、顾颉刚先生曾认为，《史记》在为黄帝立传

时主要参考了战国儒家的典籍《五帝德》和《帝
系》［１７］（Ｐ８６－１１２）。其实，战国儒家插手定稿的《山海
经》［１８］也有关于黄帝在雍州“立国”的记载，可与
《孝武本纪》和《封禅书》中的道家记载互为印证，
只是《史记·大宛列传》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
不敢言之”，所以《史记》就漏掉了这条可贵记载。

《山海经·海内经》说：“流沙之东，黑水之西，
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
这一记载十分重要。它显然是接过了《尚书·禹
贡》关于“黑水西河为雍州”的说法，开头就点明了
黄帝立国的地方在雍州。因为，其中“黑水”即晋
陕分界处之黄河，［１９］（Ｐ７３８）“流沙”实即《尚书·禹
贡》之“西河”，此两条河围合之处恰即雍州，雍州
核心区正是今西安一带。其实，《史记》的《封禅
书》和《孝武本纪》关于“黄帝郊雍上帝”的记载，虽
其“雍”字字面意似指关中凤翔，但鉴于凤翔水沟
已出土三合土地面的庙底沟文化大型遗址，其三
合土地面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属同一文化，［７］

故可推知当时凤翔属于炎帝势力范围，与炎帝同
时的黄帝不可能离开杨址跑到凤翔祭祀上帝，且
杨址已出土当年“黄帝郊雍上帝”仪式的祭器如
“倒扣花盆”，故“黄帝郊雍上帝”中的“雍”字，实际
指西安一带。此义也与成书在前的《尚书·禹贡》
所记“雍州”本义的重心相符。
尤令我感兴趣的是，《山海经》在此还把黄帝

所立之国称为“朝云之国”和“司彘之国”。结合
《史记·五帝本纪》关于黄帝“迎日推策”的记载，
以及关于“黄帝郊雍上帝”的记载，可以设想，所谓
“朝云之国”，实指黄帝在西安杨址举行“迎日”仪
式而常见旭日东升、朝霞满天的美丽景色，意味着
杨址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聚居区的崇拜日神的宗

教仪式相当发达。由此也可理解《史记·五帝本
纪》所讲黄帝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的基本
含义了，它说明当时黄帝周边的主要“官员”，皆为
举行“迎日”仪式中的各类各级“巫师”。另外，结
合杨址出土的动物遗骨中猪骨占比颇大的考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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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２０］可以设想，所谓“司彘之国”，明显指当时杨
址一带人工养猪之业相当发达，进一步印证着“养
猪是中国史前畜牧业的特点”［１６］，说明杨址为中
心的庙底沟文化聚居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

已经直逼文明门槛。故《山海经》这种记载还填补
了《史记》相关记载的不足，从文献角度进一步印
证了杨址作为“黄帝都邑”的可靠性。
二、关于黄帝葬桥山的记载，《史记》实际给出

了彼此矛盾的两种说法。其一是“黄帝崩，葬桥
山”，很干脆明确；其二是说黄帝在杨址化作仙人
“飞升”，仅其衣冠葬在桥山。鉴于在为黄帝立传
时司马迁主要参考了儒家典籍，而儒家一般是“不
语怪、力、乱、神”的，［２１］故可知他把“黄帝崩，葬桥
山”六字写在《五帝本纪》中，暗示其可信，而把黄
帝在荆山铸鼎后化作仙人“飞升”之事，借方士转
述而记在别处，意在仅保留这个传说。本文也认
为前者可信，但并不认为后者全不可信，杨址出土
证明其也有可信处。当年顾颉刚先生因为黄帝
“飞升”故事不可信，而把“黄帝荆山铸鼎”故事也
一概否定，进而否定黄帝及其文明时期的存
在，［２２］（Ｐ３２０－３４９）显然是严重的学术误判。当然，这
其中还需要大致厘清，荆山杨址黄帝史实，后来是
怎么逐渐变为神话的？

现在看，在整塑黄帝形象的春秋战国时期，讳
言黄帝离世，把其离世说成“飞仙乘龙”，是包括儒
道两家在内的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说法。其政治目
标是整塑出一个全民认可的“超人”式祖先，凝聚
全民族走向统一。《史记·五帝本纪》所据的《五
帝德》，就记载着孔子说，黄帝平时即“乘龙扆
云”［１７］（Ｐ８９）。《庄子·大宗师》则提出，黄帝“得道”
后能“登云天”。至于几乎与《史记》同时的《列仙
传》，则进而引“仙书”说，“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
于荆山之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帝乃升天。”
又说，黄帝卒，“还葬桥山”［１１］。这与《封禅书》和
《孝武本纪》相关记载如出一辄，只是把后者的“荆
山铸鼎”换成了“铸鼎于荆山之下”，进一步显示出
杨址的精确位置，为我们把杨址确定为“黄帝都
邑”又添了一个确凿的文献证据。看来，黄帝在杨
址故事的骨架，主要是通过附着了“乘龙升天”等
迷信色彩的道家“仙书”（《封禅书》和《孝武本纪》
名之为“鼎书”）流传下来的，其中，儒家完全不知
的杨址都邑史实，与“乘龙升天”等迷信密不可分
地混杂在一起。尤值得注意的是，《列仙传》还补
充了《史记》“黄帝崩，葬桥山”六字漏掉的“葬桥

山”原因：“还葬”，即是黄帝“魂归故里”。这是确
定黄陵墓主即杨址盛期首领的又一个关键点。
鉴于杨址黄帝族群最早系来自银川一带的

“萨满”，由银川一带沿清水河南下，经甘肃平凉崆
峒山，又沿泾河谷进入关中，在彬县还留下了

２００ｍ２ 的“四坡重檐式原始殿堂建筑”。［７］而今黄
陵距彬县遗址较近，显然，如《列仙传》所言，黄帝
移葬黄陵的真正原因是“归葬”。这也进一步印证
了黄帝族源自北，因为彬县—黄陵一带庙底沟遗
址群（见下述），很可能是此位黄帝或其族群进入
关中后的一个聚落群所在，此位黄帝出生在该地，
所以他在死后要远距离地“归葬”于故里，故可认
为“黄陵即黄帝故里”。目前杨址已有成批墓葬出
土，“魂归故里”也是作为族群首领的黄帝与族群
一般人葬仪有别之处，说明当时杨址社会分层
显化。
三、黄陵墓主即杨址首领，除了从杨址方面说

事外，还应从陕北黄陵方面探寻证据。
从黄陵方面探寻证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

杨址如今已有群葬墓地出土的条件下，剖开黄陵
进行ＤＮＡ比对以及进行其它科技考古等，以便
科学地确定黄陵墓主是否杨址首领。但此思路行
不通。一是似涉嫌“挖祖坟”，在中国绝对不能实
施。二是不符合国家文物局关于对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禁止发掘的规定。三是即使实施，也未必会
真有成效，因为黄帝时代不存在权力向亲子单传
的制度，杨址与黄陵之间难以进行亲属间的ＤＮＡ
比对。四是当时葬制无椁且不封不树，［２３］故墓主
骨殖实际早已不存，无法比对。于是，我们只好在
黄陵周边的史前遗址中寻找旁证。
据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

分册》显示，黄陵周边和黄陵县境，共有新石器时
代遗址４８个，大部为仰韶文化遗址，其中有１９个
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即与杨址同时期者。加
上其邻彬县，又已出土了前述黄帝族宫殿遗址，这
说明黄陵———彬县一带“是仰韶文化中后期的一
个中心地带”［２４］（Ｐ３５５－３５６）。于是，黄帝“魂归故里”
就具备了考古学上“故里”的“前件”。
四、对其它“黄帝陵”的简单述评
与《史记》作者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汉武帝到今

陕北黄陵县的黄帝陵祭黄，本身就是对“桥山”地
望的权威性确认。汉武帝之后对“桥山”地望的不
同理解，在权威性上均难比肩汉武帝。但从文献
记载和民间传说看，除了今陕北黄陵县之黄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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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中国其它地方还有一批别的“黄帝陵”，如河南
省灵宝市阳平镇荆山黄帝陵、陕西省延安市子长
县石家湾乡高柏山黄帝陵、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
五顷塬乡黄帝冢、北京市平谷区山东庄镇黄帝陵、
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温泉屯乡黄帝陵、山西省
临汾市曲沃县桥山黄帝陵、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
区张山子镇黄帝陵、河南省鹤壁市淇县轩辕坟等。
其中有的是由于对“桥山”地望的不同理解引起，
有的则源自对黄帝历史的不同看法，主要特点是
仅凭文献证据而缺乏考古证据支持或其考古证据

不确凿；有的是既无考古证据支持，也无文献证据
支持，仅有民俗流传，反映着各地民众对黄帝的普
遍景仰，就“没有必要去论真假是非了”［２５］（Ｐ４５５）。
这里仅简说两点。

１、沈长云先生在把陕北石峁遗址确定为“黄
帝部族居邑”时，提出的一个证据，就是真正的黄
帝陵即今黄陵县北边的延安市子长县石家湾乡高

柏山黄帝陵；子长黄帝陵与陕北神木县的石峁遗
址颇近，共同显示出当时“黄帝部族居邑”聚落特
征。［２６］王巍先生则“从时间和地理位置的角度考
虑，认为对‘石峁古城黄帝说’应持谨慎的态
度”［２７］。卜工先生进而批评道，“没有史料和通史
教材说黄帝活动的年代如此接近夏代”，故它应
“与黄帝无涉”［２７］，一语中的。不过，“子长黄帝
陵”说其实源自唐代撰《史记索隐》的司马贞，学界
古今认同“桥山妫州说”和“桥山阳周说”者颇多，
对妫州、阳周地望异解颇多。关键是“子长黄帝
陵”说还缺乏汉武帝认定的权威性，包括它迄今缺
乏精准的权威文献和考古学证据，故难为凭。

２、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荆山也有黄帝陵。从
灵宝西坡墓地考古情况看，其庙底沟文化属性与
杨址同类，距今约５３００年左右，比杨址环壕最晚
年代迟２００年左右，显系杨址黄帝族群经华县户
泉遗址［２８］（Ｐ２７８）等东移，且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的
结果。由此可以推想，其地阳平镇的荆山“黄帝铸
鼎原”，是把西安荆山“黄帝铸鼎原”移用于该地的
表现。何况，从《史记》关于“黄帝荆山铸鼎”的文
字看，此荆山应是雍州之“北条荆山”，并非《尚书
·禹贡》所说豫地之“南条荆山”［１９］（Ｐ７４５），故其移
用西安荆山之迹明显，仅可视为黄帝族移民对故
土杨址怀念的表达，其地“黄帝陵”显系后人伪托，
未可据以另立“黄帝陵”。
关于“炎黄时代”具体时段的推想
自从孙中山先生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下令“阳

历”以黄帝纪元后，黄帝年代一直是个政界和学界
共同关心的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时，当
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宋健先生就说，“辛亥革命时期
倡议的黄帝纪元是否能肯定？轩辕黄帝的年代是

否能确定？炎黄子孙们寄希望于历史学家和考古

学家能做出科学结论”［２９］（Ｐ１５）。在此前后，毛泽东
主席和习近平主席，都应和着孙中山１９１２年“中
华开国五千年”的赞词，一再说“中华文明五千
年”。现在杨址出土并被识别，也为圆国共两党和
全国民众“中华文明五千年”之愿提供了考古学证
明。现在看，推想基于考古的“炎黄时代”起始年
份，也提上了日程。
一、推想“炎黄时代”起始年份的两个附带性

说明

１、从民族学角度看，原始部落首领的称号普
遍具有沿袭性，在一些强大的原始共同体中更是
如此。其典型例证之一，是北美印第安人的易洛
魁部落。其中，“每一位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
了充任该职者在任期内的个人名字，凡继任者即
袭用其前任者之名”［３０］。鉴于张光直先生已发现
史前 地 球 上 即 存 在 “玛 雅、中 国 文 化 连 续
体”［２２］（Ｐ４０４），复鉴于笔者根据宋耀良先生的岩画
研究，已论证过关中黄帝族最早即与北美的玛雅
文化同源者萨满进入关中，故可以认为北美易洛
魁部落对首领的称呼习惯，对关中黄帝族也是适
用的。“黄帝”应是对一批中原部落联盟领袖的
通称。
本文此处对关中黄帝用“届”字，是因为黄帝

当时并非一个人，也不是“单传亲子”的“皇帝”，而
是不时在协商中换届（即所谓“禅让”）的一批关中
史前部落联盟领导人。可以认为，炎帝族也是
这样。

２、对“第一届黄帝”的确认。葬于黄陵的杨址
黄帝，应是“第一届黄帝”，因为，所有杨址黄帝中，
只有他死后“归葬”杨址之外的“故里”，而其他黄
帝均无“归葬”之事，这说明只有他是黄帝族群进
入关中后在别地领导并等待杨址最终建成后正式

进驻杨址中的第一人；杨址“都邑”建成对该族群
是一件绝大喜事，表示其“古国”确立，故族人尊其
为黄帝，其成为“第一届黄帝”，此后其继任者也均
被如此尊称。可以设想，杨址从距今６０００年即开
始有人生活，他们最早应当是附近半坡、姜寨一带
的关中土著；后来，已进入彬县的黄帝族群派人到
这里试探，并逐渐加多试探人数且大力吸收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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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文明成果如养猪和使用尖底瓶之类，经过很
长时间，黄帝族群与关中土著完全融合，彬县指挥
中心即开始谋划杨址开发建设。尽管这位“第一
届黄帝”不是杨址早期建设的领导者，但他却是杨
址族群盛期最劳苦功高的领袖，包括他领导黄帝
族群把杨官寨“都邑”最终建成并很可能也领导了
作为“古国”标志的杨址环壕（疑有城墙）聚落最后
的修建冲刺（实际是为中国文明举行最早的奠基
礼），大力推进以养猪为代表的农牧业跨越发展，
同时制定“郊雍上帝”拜祭日神的整套仪规，使这
个“古国”成为著名的“朝云之国”和“司彘之国”等
等。人们用归葬黄陵的方式表示对其勋业的承认
和景仰，就是对“第一届黄帝”的确认。其生活年
代至迟在距今５５００年前。
在中国考古———历史学研究中，确认“第一届

黄帝”，是非常严肃而具重大文化意义的事情。本
文作者才浅识拙，在这里仅是抛砖引玉，希望展开
讨论而已。
当然，对“第一届黄帝”的确认并不等于对“炎

黄时代”始点终点的确认。
二、推想“炎黄时代”年份
目前，对“炎黄时代”起始终点讨论的观点颇

多，其中值的特别注目有：

１、“炎黄时代”始于六千年前说
鉴于炎黄大体同时并立于关中，而杨址北

部环壕距今约５５００－６０００年，其南部陶窰等距
今约５０００年以上；同时鉴于许多文献记载黄帝
族曾活动于豫地新郑具茨山，而据许嘉璐先生
在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９日《光明日报》文章《国家祭拜
的力量》说，具茨山史前岩画距今约４８５０—３９８０
年（本文依许文取具茨山岩画年代中间值即距
今４５００年），这意味着，广义的“炎黄时代”在距
今约６０００—４５００年之间，约１５００年左右。这
一理解基于群众史观，把早于“第一届黄帝”但
已进入文明创造的杨址创始者们及早于“第一
届黄帝”进入杨址的黄帝族领袖即族人均包括
在内了。由此看来，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
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从文
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２５讲》，其中说
“约自前４０００年起”即距今６０００年起中国文明
“迈 开 了 文 明 起 源 的 步 伐”［３１］（Ｐ２８）；“大 约 前

２６００—前２０００年左右”即距今４６００年—４０００
年，中 国 进 入 考 古 学 上 的 “龙 山 时 代 后
期”［３１］（Ｐ２１），是比较精确的。王巍先生则从“过程

论”出发而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也
可概括为“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
五千年进入、四千年过渡、二千年转型”［９］。看
来，杨址和新郑具茨山正好应和着其中“六千年
加速、五千年进入、四千年过渡”的阶段。这比
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文明仅有两千多年历史［９］

“长了”几乎三倍。

２、“炎黄时代”始于七千年前说
许顺湛先生则认为“炎黄时代”始于七千年

前。［３２］（Ｐ３３）如果考虑到作为关中凤翔水沟遗址
（它应是关中炎帝文化的考古学对应物）文明之
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它应是甘肃天水“伏
羲文化”的考古学对应物。由于水沟遗址和大
地湾遗址均现三合土地面，故可认定后者系前
者源头）距今８０００年一直延续到距今５０００年，
其中最主要的文化层距今约７０００年，那么，我
也认同徐见，即“炎黄时代”在距今７０００—４５００
年之间，约２５００年左右。作为战国著作，《庄
子》形成于“三皇五帝”序列正式定型之前，其中
《田子方》就有“伏戏（羲）、黄帝”的连称，它正好
反映着“炎黄时期”源自伏羲而至于黄帝的本
貌，故我也赞同许顺湛。可以认为，中央关于建
立关天区的文件说，要把关中天水一带建设成
“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也前瞻性地
突现着中国文明的这种起源状况。天水大地湾
遗址和关中杨址共同应和着王巍关于中国文明

“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五千年进入、四千年
过渡”的阶段。
三、推想“炎黄时代”年份应服从考古新成果
在“炎黄时代”年代的确定上，由于人们对文

献关于“少典”之子炎黄的理解“以后世‘兄弟’解
释史前‘兄弟’”，加上当时杨址考古未出土，故误
解不少。其中包括，南宋《轩辕黄帝传》力主黄帝
距今差６年即５０００年的观点［３３］（Ｐ３１），影响很大且
至今不衰。孙中山先生当年以国家法令确认

１９１２年为黄帝纪元４６０９年［２２］（Ｐ２８３－２８４），以及于右
任先生《黄帝功德纪》，也均是在其框架内增减年
份形成的。目前，“炎黄时代”年份确定还有局限
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等年份的现象，似也不足
取。在我看，这种基于定义、文献或传说的“炎黄
时代”年份认定，都得服从考古新成果。
作为“精神标识”的“黄帝陵”
“黄帝陵”的考古、文献和民俗根据的确立，并

不等于“黄帝陵”即为“全真”。从历史真实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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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黄帝陵”三个字所含的“黄帝”和“陵”两个概
念，都是虚构，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标准。
一、“黄帝”称呼确是周人的虚构
我们承认中国中原史前史中有一批来自黄土

高坡的部落联盟领袖，并不一定要承认他们确实
在史实中被称呼为“黄帝”。“黄帝”作为名词和对
中原史前史中一批来自黄土高坡的部落联盟领袖

的称呼，确实是周人依当时帝皇形象的虚造。对
此，当年“古史辩”学派的顾颉刚先生和丁山先生
等均有大量论证，主要内容包括：

１、“黄帝”称呼“不但《论语》、《孟子》中不见，
即很后出的《荀子》也未尝见”，连《史记·五帝本
纪》也明说“《尚书》独载尧以来”［１７］（Ｐ８７）；屈原“在
作《天问》的时候，黄帝炎帝的神话还不曾传到楚
国”，所以《天问》里也无黄帝炎帝。［１７］（Ｐ３０）宗周的
金文中也无“黄帝”字样。［１４］（Ｐ４０８）顾颉刚先生和丁
山先生说的这些，均是事实。

２、“周代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
舜，到春秋或战国时才有黄帝、神农”。［１４］（Ｐ４３９）丁
山先生说的这些话也是事实。春秋或战国时的周
人显然是按照自己的文明状况来想像史前中原部

落联盟领袖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也由于史前中
原部落的原始人究竟怎么称呼自己的领袖，包括
其发音如何，对周人而言确是个谜。没有办法，他
们只能以如此虚构存史。

３、从文献记载的“黄帝”词源看，“黄帝”最初
即“‘皇天上帝’的别名”；最早说出“黄帝”一词者，
是《逸周书·尝麦》，但其口气显然是春秋时代的，
其目的是“用‘黄帝’代替‘皇天上帝’”［１４］（Ｐ４３９）。
丁山先生说的这些还是事实。周人的“黄帝”一
词，实际上已按“皇权”嫡传体制改铸了史前中原
部落联盟领袖不时换届的本貌。
虽然“黄帝”一词是周人虚构，但它指称的史

前中原部落联盟领袖们却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

物。包括顾、丁在内的“古史辩”学派的学者们，从
“黄帝”一词是周人虚构，走向完全否认史前中原
部落联盟领袖们和他们代表的那段中国文明初创

历史，甚至说周人所讲中原史前史全是“造伪
史”［１７］（Ｐ２９６），却是错误的。从方法论上看，一个事
物的“名”与“实”并非绝对同一者，有的“名”虚而
“实”也虚，有的则相反；不能认为“名”虚必然“实”
也虚。“古史辩”学派在黄帝问题上，正是由其
“名”虚而导出其“实”必然“无”的，至少在逻辑上
不周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的这种

逻辑错误，无视他们揭明的“黄帝”一词确是周人
虚构的事实。
二、黄帝有“陵”也是虚构
皇帝死葬于陵，是后世习俗，而史前黄帝时期

的葬俗是“不封不树，丧期无数”［２３］；“死不（得）用
椁”［２３］。在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从出土的商
代妇好墓可知，商代贵族也不“起坟”而仅于葬处
建“享堂”［３４］（Ｐ１３１）。周人最初很可能也是“不封不
树”且实施“族葬”者。至今西周“王陵”并未发现，
包括《史记·鲁周公世家》明说“葬周公于毕”，但
周公墓至今未现。后来追记西周制度的《周礼》则
说，当时包括国王在内的“族葬”，国王之葬也仅列
于中，有较大“丘封”和种树较多而已［３６］。降至战
国，出土显示“中山国”国王夫妇和河南辉县贵族
数墓并列，墓上建有“享堂”［３４］（Ｐ１３１）。《左传》记
载，此 时 人 们 对 国 王 之 墓，有 人 已 呼 之 为
“陵”［３６］（Ｐ１９４）。凤翔县的秦公大墓，显示秦国国王
已有较大之墓且上建“享堂”［３７］（Ｐ８２）。后来秦统一
六国后，在废除政治“分封制”的同时，也实际废除
了周代“族葬”制，使官民“择地而葬”逐渐推
广［３８］（Ｐ３１６），且在战国国王陵墓体制基础上，不仅
把历代国王之墓改建为“公陵”（秦惠文王）、“永
陵”（秦悼武王）、“孝陵”（秦孝文王）等，［３９］而且建
成了中国历史上体量空前绝后的“秦始皇陵”。它
使中国皇帝死后葬于陵寝成为规制，于是，“陵”也
成为皇帝的身份象征。汉武帝之前的所有西汉皇
帝，就建有长陵（刘邦）、安陵（刘盈）、霸陵（刘恒）
和阳陵（刘启）。从中国这段陵墓史可以悟出，黄
帝时期，并无“皇帝”及其死后葬于陵寝的规制，所
以，《史记·孝武本纪》关于汉武帝到“黄帝陵”祭
黄帝时，该处已有“黄帝冢”的记载，显示着两种可
能。其一，随着“秦始皇陵”使“陵”成为皇帝的身
份象征，当周秦之际有当地人在黄帝葬处一带营
建了“黄帝冢”时，汉武就前往致祭。其二，“黄帝
冢”可能是当时鼓励汉武前往致祭的西汉方士公
孙卿等派人修建。由于杨址出土证明他们确实掌
握着一些关于黄帝历史的确切信息，所以，所建
“黄帝冢”之地望无错。无论那种情况，“黄帝”有
“陵”，是一种历史虚构。
三、组成“黄帝陵”的两个概念，均是倚托某种

“历史素底”而形成的虚构，故“黄帝陵”概念，也只
能是倚托某种“历史素底”而形成的虚构概念。
四、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帝陵是中

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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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
神标识”的定性说明，应当首先从民族凝聚和国家
团结统一的角度思考“黄帝陵”问题，不能一味究
求其符合百分之百的历史真实。目前，只要确证
了“黄帝陵”具有杨址的考古学证据，就可以在“黄
帝”只是中原史前部落联盟首位领袖的意义上，坚
定地把它确定为“国家公祭”地点；至于“黄帝陵”
概念本身是倚托某种“历史素底”而形成的虚构，
应不妨碍把它确定为“国家公祭”地点，因为它首
先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不能只从考古———
历史学追求的历史真实性思考它。
习近平总书记所用“标识”一词很精确考究。

“标识”原义即“记号”，如魏晋稽康《声无哀乐论》
便说，“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
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４０］（Ｐ１２８０）。近世西方艺术
设计学也有专业术语“标志”（ｌｏｇｏ，又译“标
识”［４１］（Ｐ５７）），原意指“狭义的符号”，它能“以精炼
的形象代表或指称某一事物”，可分为象征性符号
和指示性符号等。［４２］（Ｐ１６４）由此可知，习总书记首
先视黄帝陵为表达中华文明精神的象征性符号或

“象征性记号”，这种“象征符号”功能的形成并非
无凭，而是主要来自考古学证据对中国史前中原
发祥地部落联盟真实历史的确凿印证，但也不要
求作为“象征记号”的它直接就是历史本身，故不
要求它百分之百符合历史真实。
从民族心理学看，中华民族团结心理由认知、

情感和意志三部分组成；［４３］“黄帝陵”在其中首先
起着在认知上使各民族感知和理解大家“血浓于
水”的爱国主义民族共源，从而在情感上达致团结
互助和爱国主义，在意志上形成万众一心、对抗分
裂、共圆“中国梦”的爱国主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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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５．
［４３］　罗鸣春．民族团结心理的结构与功能［Ｍ］．中国社

会科学报，２０１６－０２－２２（６）．

（责任编校　郝银侠）

Ｘｉ＇ａｎ　Ｙａｎｇｇｕａｎｚｈａｉ　Ｓｉｔ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ｏｆ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ｅｓ　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ｇ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ｇ　Ｔｏｍｂ　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ｈｏ　Ｌｉ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Ｃｉｔｙ" ———Ｙａｎｇｇｕａｎｚｈａｉ　Ｓ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ｙｄａｙ
ＨＵ　Ｙｉ－ｃｈｅｎｇ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Ｘｉ＇ａｎ，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００６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ｎｏｂｏｄ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ｃｏｎ－
ｎｅｃｔｓ“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Ｃｉｔｙ”ｗｉｔｈ　Ｘｉ＇ａｎ；ａｌｓｏ　ｎｏｂｏｄ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ｓｅｅｓ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Ｃｉｔｙ　ｉｎ　Ｘｉ＇ａｎ
ａｓ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
ｏｒ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Ａｆｔｅｒ　Ｘｉ’ａｎ　Ｙａｎｇｇｕａｎａｈａｉ　ｓｉｔｅ（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Ｙａｎｇ　Ｚｈｉ"）ｗａｓ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ａｇｅ　ｌｅａｄｅｒ，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ａ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ｙ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
ｉｅ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　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ｈｏ
ｌｉ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Ｃｉｔｙ" ———Ｙａｎｇｇｕａｎｚｈａｉ　Ｓ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ｙｄａｙ，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Ｘｉ＇ａｎ　Ｙａｎｇｇｕａｎｚｈａｉ　Ｓｉｔ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ｏｆ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ｉｒｍｓ
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ｇ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ｇ　ｔｏｍｂ；"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Ｃｉｔｙ" ；Ｘｉ＇ａｎ　Ｙａｎｇｇｕａｎｚｈａｉ　Ｓｉｔｅ

４３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ｗｌｘｙ．ｃｎ／ｚａｚｈｉｓｈｅ／ｓｈｅｈｕ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